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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conomic 
measurement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with a focus 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big data revolution, the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evolving demands of hum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then examines the primary challenges fac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tatistics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paper proposes paths, methodologies, and key 
considerations for advancing economic measurement and statistics. Additionally, it discusse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conomic statistics and compares them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to highlight 
areas for cross-national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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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现代经济学最主要的研究范式是实证研究，即以数据为基础，运用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方法，

推断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从而揭示经济运行规律（Hamermesh，2013；Ang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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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7；洪永淼和汪寿阳，2021a，2021b）。测度是一切科学实证研究的基础，而经济测度更是

经济学实证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在推动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经济测度不

局限于经济统计学，经济学每个领域的实证研究都需要对相关经济变量进行测度。例如，实验经济

学和行为经济学有很多关于经济主体的心理与行为特征的测度（洪永淼等，2024）。经济统计是对

经济活动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全景式定量描述、刻画与总结，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各种宏观经济指标从不同维度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这些指标既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重

要工具，也是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以及评估经济政策的重要手段
①
。邱东（2013）对经济统

计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做了精确阐述。经济统计学本质上是一门经济测度的方法论科学，是经济学实

证研究的一个前置环节与计量经济学的前提基础，经济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一起，构成了现代经济

学实证研究完整的方法论（洪永淼，2016）。 
经济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时代特征，也具有鲜明的国别特色。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经济

统计学科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经济统计专门人才，包括经济统计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

作者。在改革开放初期，老一辈经济统计学家与国家统计局等政府部门密切合作，从我国实际出发，

大胆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经济统计理论与方法。经过艰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确立了中国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的战略发展目标，将我国国民经济总量指标的计算口径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转变为国际通

行的国民账户体系。从而推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

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在这一重大转变过程中，老一辈经济统计学家抓住了当时经济统计学科面临

的历史机遇，即经济统计应该为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国家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提供相应的数据

基础，并且做出了历史性的专业贡献。 
21世纪以来，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经济学实证研究范式得到进一步强化，计量

经济学、数理统计学与数据科学等方法论学科蓬勃发展（洪永淼和汪寿阳，2021a，2021b）。相比

之下，我国经济统计学科的发展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洪永淼（2016）系统阐述了经济统计学与计

量经济学、数理统计学以及数理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经济统计学

科，特别是建构中国经济统计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摆在我国经济学者特别是经济统计学家面前的一

项历史任务。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我国经济统计学科的现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如何在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时代推动我国经济统计学的创新发展
②

 。第二节从新的时代背景，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数字

经济兴起以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视角，阐述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发展在我国的历史机遇。

第三节讨论我国经济统计学科转型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困难。第四节提出推动经济统计学科创

新发展的路径和方法。第五节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讨论我国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的特色。第六节是

总结与展望。 

——————––—– 
①例如，各国中央银行以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为目标，根据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与失业率

的水平及变化趋势等指标数据，及时调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拨款（如退休金与社会保险基金），有大约三分之一基于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或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Deaton，Chapter4，2023）。 
②2024年8月，由江西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和东北财经大学统

计学部共同倡导主办的首届“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研讨班”（以下简称“首届研讨班”）在江西井冈山举办。研讨班邀请了国内外经济测

度与经济统计学领域的专家进行专题授课，内容既包括现有专业知识成果的梳理和介绍，提出现代经济统计理论与方法论的分析框架，也

包括国内学者的专业思考和批判。本文的主要观点与基本思想是在本次研讨班的基础上通过思考与讨论而形成的。“首届研讨班”报告人有

洪永淼、邱东、罗良清、许宪春、汪寿阳、苏为华、李冻菊、平卫英、洪兴建、徐强、王亚菲、彭道宾和朱小理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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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的时代背景下经济统计学的历史机遇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学科，经济统计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国家在解决各个历史时期所

面临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时提供方法与技术支撑。时代发展赋予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的历史机遇

与发展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经济统计学与当代国势学：支撑国势研判的理论基石 

全球化重大调整期要求我们应特别重视构建当代国势学的“宏观测度进路”（邱东，2023）。

“经济，经邦济世；经济学，致用之学。”经济统计学是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数量测度，其发

展自然不能背离这个宗旨。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格局正处于重大

调整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形

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产业链、全球供应链与全球价值链，奠定了全球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不同，利益分配

格局出现新的分化，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下，全面、客观评估我国自身的国力，以及与其他国家国力进行比较，才能扬长避短，制定更加完

善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策略，从而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这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

国势学研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发

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从GDP总量上看，我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

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主要表现为高楼、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等物质形式的“实物基础

结构”，为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切实重视非实物的“社会基础结

构”建设，对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和社会建设能力需要以“识国能力”为基础，

全社会提升该能力则迫切需要重构当代国势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历史文化的基本逻

辑昭示我们，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正是重塑“社会基础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邱东，2023）。 
国势学是经济统计学360多年前的创始学科，只是在近代科学大分化的过程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

野。当前，现代科学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综合集成、交叉融合，倡导学科交叉。这意味着构建当代

国势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项重大基础性工作。当然，构建当代国势学可以有不同视角与路径，

包括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各种维度进行研究。无论如何，由经济统计学的学科基因

所决定，“宏观测度进路”应该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重视（邱东，2023）。 
从全球化发展态势的横向维度看，“识国能力”必然针对跨国的国势研判。国势学从来就不局

限于单一国家的显著事项，以及一个事项显著与否，而是从国际比较中以共同的基准或标准加以判

断。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重大经济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挑战，包括绿色经济、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一带

一路”倡议等各领域。如何将这些重大经济问题的发展现状与变化趋势以量化指标的方式刻画总结

并进行深入研究，是当今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的重大任务，而经济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将为其

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经济测度创新的双重引擎 

大数据革命与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要求我们至少从研究对象和工具两个维度谋求改进相关

的经济测度。当前，国际竞争特别是大国竞争的重心已经从GDP竞赛、环保竞赛转移到科技竞赛，

人工智能技术竞争尤其激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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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具有与传统经济形态明显不同的表现形式与运行规律（洪

永淼和史九领，2024）。数据生产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外延拓展，其内涵意味着经济社会结构与发展

态势的重大变革。数字经济的价值形成机制，相比于市场供求关系和实物产品经济，存在巨大差异，

这意味着人们对生产劳动的概念认知需要有重大突破（许宪春等，2022a；许宪春等，2022b；许宪

春，2024）。如同将服务纳入经济测度范围时所引发的激烈争论那样
①

 ，如何实现测度对象在经济社

会意义的可加性，如何最低限度维系宏观测度逻辑的内在一致性，这些都是数字经济测度是否具备

科学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的关键所在。面对经济测度范围的拓展，经济学者应具备经济统计意识。

乔根森（Jorgenson，2018）在其《生产和福利：经济测度的进步》中提出，需要强化“经济测度素

养”，其学科深意恰恰在此。 
新的数字经济形态与各种新型数据客观上呼唤创新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的理论、方法与工具

（许宪春，2024）。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然而，与土地、劳动、

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不同，数据要素在绝大部分情形下，必须与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才得以发挥其

价值创造的功能，这深刻影响着数字经济的运行规律。因此，不能采用处理劳动和资本等传统生产

要素的方法，将数据单独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投入去计算索洛残差（Solow，1957），而是应该重构数

字经济形态下的生产函数，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 
从经济测度的操作层面看，由于经济和人口的规模优势，我国有望成为数字总量大国，这种数

据规模的优势使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具备一定外延优势。Chakravorti等（2019）在《哈佛商业评论》

首次提出数据生产总值（Gross Data Product）的概念，从规模性、易用性、可及性与复杂性4个维度

衡量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数据财富
②
。根据这个统计指标，我国数据财富名列世界第三位，排在美国

和英国之后。当前，个人、企业、政府与公共部门的经济社会活动，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海量经济社

会大数据。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概念与内涵已被大大拓展，大数据包含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

据，其中很多数据是新型数据，包括文本数据、图像数据、音频数据、视频数据、区间数据、函数

数据、符号数据等（洪永淼和汪寿阳，2021a）。这些海量大数据包含极其丰富且复杂多样的中国经

济素材，为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富矿”。与此同时，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革命也在方法与技术层面提升了经济测度的可行性。例如，为及时了解宏观经济变化趋势，需要

高频且抽样频率较低的宏观经济指标（如CPI和GDP），高频大数据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夜间灯光强度数据可以用来测度经济活动，特别是GDP增长率。由于夜间灯光数据不易受人操纵，

这样一种测度GDP的新方法可为监测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是否真实提供一个检验手段。此外，海量文

本数据特别是社交媒介文本数据包含社会公众对政府政策与外生冲击的心理反应等丰富信息，可以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文本数据中提取社会或群体情感信息。 
（三）指标改进与领域创新：迈向更具解释力的经济测度 

经济测度的“福利转向”要求我们不仅要推进和拓展、更要深化和提升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的

方法论研究。长期以来，经济测度理论与方法一直在持续发展中，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测度的

研究重心有所不同。2020年，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前主席Orazio Attanasio在题为“经济学与测度”的

就职演讲中特别强调了新测度。关于偏好、主观期望、态度、情绪、社会规范以及文化等主观因素

——————––—– 
①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打破和如何打破认知生产劳动的“苏格兰方式”。这种经济测度争论延续至今，却未达成共识，实践中的测

度操作还有可完善之处，因此应合理使用测度结果数据。 
②许宪春在“首届研讨班”上就“数据和数据资产统计与核算问题研究”作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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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度在经济决策理论建模与实证研究中的重要性，也充分说明了经济测度的时代意义（参见Almås
等，2024）。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前主席Haavelmo
（1958）就指出，经济测度特别是主观变量的测度是发展经济理论的一个关键。他说：“我想大多

数人都认为，如果能够精确使用这样一些变量，比如人们对价格或收入的预期，或者人们对自己行

为的预期，那么我们将能够构建更精准、更具有解释力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这些变量的统计数

据还不够完善，我们尚未充分重视基于这些变量的理论构建。我相信，如果基于这些变量，我们能

够构建更精确且逻辑上令人信服的经济模型——即使这些变量还没有出现在目前的统计年鉴中，但

它们却真实存在于人们的脑海里——那么，我们最终将会找到准确测度这些数据的方式方法”。众

所周知，在经济统计学中，作为反映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一个总量指标，GDP测度聚焦于生产及

其增长。但是，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人们不仅仅关注物质生活，还会越来越重视精神

生活，包括幸福感、社会信任等主观感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tiglitz领衔发布的两份经济测度

报告（Stiglitz等，2009；Stiglitz等，2018）再次呼吁人们对福利测度的重视
①

 。同时，也激发经济学

术界对种种“测度陷阱”的方法论思考，因此应积极推动经济测度方法创新与工具创新（邱东，2018，
2021a，2021b）。 

除了社会福利等新测度外，很多传统经济指标也需要进一步改进，以更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例如，在数据驱动方法和人工智能大模型日益广泛应用的今天，由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大模型

的“黑箱”特征，基于人工智能的统计指标的经济可解释性便显得尤为重要。再例如，GDP与人均

GDP是反映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无法反映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因此，应夯实宏

观经济指标的微观基础，特别是微观经济理论基础，使指标具有经济可解释性，能够反映大多数异

质性个体的情形，避免产生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相背离的情况。在这方面，国际经济测度学会
②
（SEM）

创会会长William Barnett关于货币总量的开拓性研究很有启发意义与借鉴作用。迄今为止，世界上绝

大部分中央银行官方公布的简单加总货币供给总量，如M0，M1，M2，M3等，与加总理论和指数理

论并无关系。在加总理论中，线性加总可以基于希克斯加总理论（Hicks，1939），但该理论假设每

种货币资产所提供的货币服务的使用者成本价格不随时间变化，并且每种货币资产都是其他货币资

产的完全替代品。简单加总作为线性加总的一个特例，进一步要求所有货币资产的使用者成本价格

必须相同。在现实中，每种金融资产提供不同的服务，具有不同的收益率，而且金融市场上出现了

越来越多非完全替代的金融资产。因此，简单加总货币总量不能准确测度货币服务消费者的货币需

求量或供给者提供的货币供给量。Barnett（1978，1980，1987）基于微观经济学效用最大化原理推

导出最优货币服务需求量，并使用Divisia指数方法与使用者成本价格数据，获得货币总需求
③
。这种

基于经济学优化理论的Divisia货币总量能够比较准确反映真实的货币需求或货币供给。Barnett和
Chauvet（2011）研究发现，美国40多年来的Divisia货币总量的波动在大部分时期要大于简单加总的

货币总量，但不存在结构突变，而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如M1，M2，M3）的波动较小，但存在结

构变化。使用Divisia货币总量能够从一个新颖的视角较好地解释美国40年来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的

影响。此外，相较于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Divisa货币总量能够更准确地实时预测美国GDP。 

——————––—– 
①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冻菊教授在“首届研讨班”对这两份报告作了述评。 
②相关网址为http://sem-socienty.org/。 
③Barnett（1978，1980，1987）等一系列关于Divisia货币总量测度，均基于一个代表性经济主体效用最大化原理，这个理论可以扩展到

异质性多主体分析框架，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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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面临的挑战 

基于新发展格局，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同时，也应

该更加充分地意识到我国经济统计学科当前所面临的发展瓶颈和困境，特别是已经存在和将要到来

的挑战，勇敢面对自己的不足，找出应对与振兴之道。 
（一）经济统计学发展瓶颈与人才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在我国已成为一门“显学”，经济统计学在20世纪80、90年代发展比较

迅速。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统计学在经济学科群之中逐步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事实上，

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例如，诸多经济统计学内容在现代经济学教学体系中被简化到极致，

仅仅保留为宏观经济学的第一章。乔根森（Jorgenson，2018）在其经济测度综述文章中数次批评现

代经济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中忽视经济统计学的作法，提出必须强化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的教育，

以培养未来一批批具有经济统计学素养的社会公众。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高校经济统计学师资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个别一些地方甚至出现

了后继无人的危机。尽管全国高校尤其是财经院校对经济统计学高水平师资人才需求较大，形成了

一个巨大的经济统计学人才需求市场，但现实中似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兴趣重点投向了数理统计

学、数据科学与计量经济学等学科，对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的兴趣相对淡薄。这有很多原因，包

括学术界对经济统计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统计学整体研究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

亟待提升。因此，迫切需要在我国高校经济统计学科进行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培养一大批

高质量的经济统计专门人才，特别是创新型的理论工作者。 
（二）大数据背景下经济统计创新滞后 

在大数据革命背景下，国内数理统计学、数据科学与计量经济学等方法论学科密切关注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积极借鉴交叉学科方法，在各自学科的理论与方

法创新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并在国内外相关领域高水平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大批高

质量学术论文，大大提升了这些学科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例如，在国际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领

域主流期刊中，已有大量国内学者发表原创性的理论与方法论文。与诸多“显学”相比，国内经济

统计学在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包括大模型）技术以及借鉴交叉学科方法来创新经济统计理论、

方法与工具方面，显得相对滞后，很少在经济学与统计学领域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不仅

如此，在《统计研究》以及国内经济学一流期刊发表有关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的论文也不多。 
（三）经济统计学国际合作亟待新突破 

国内经济统计学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犹显不足。尽管国内经济统计学家一直密切跟踪国外经

济统计学理论与实践的前沿发展动态，也在某些领域做出了批判性和原创性的研究，但在推动国际

交流与合作，特别是面对面的双向交流方面，与计量经济学、数理统计学与数据科学等其他方法论

学科还有一定差距。当然，该状况也与国外高校缺乏一个像数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那样相对独立

的经济统计学科有一定关系
①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际交流能够提供一个参照系，检验我国经济统计学的优势与不足，

并帮助国内学者开拓视野，从不同视角探讨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国际交流还能够彰显我

国经济统计学的国别特色，有助于构建中国经济统计学自主知识体系。 
——————––—– 

①乔根森（Jorgenson，2018）在《生产和福利：经济测度的进步》一文中曾对此做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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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推进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的创新发展？ 

洪永淼（2016）对如何提升与发展国内经济统计学提出若干建议。基于对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

学历史机遇和发展困境的新认识，推动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创新发展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夯实理论基础，深化经济测度科学内涵 

经济统计学根植于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经济学是经济统计学的基本学科属性，应该夯实经济测

度与经济统计学的经济理论基础，重视经济统计学方法与测度指标的经济可解释性，而不仅仅是数

学可加性。经济统计学本质上是关于经济测度的科学，特别是关于宏观经济测度。作为一门基于数

据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及其发展变化趋势进行全景式定量描述、刻画与总结的方法论学科，经济统

计学与经济理论密切相关、相辅相成，是基于经济理论的测度科学。无论是宏观经济指标构建，还

是全要素生产率、购买力平价、人力资本、社会福利与幸福感测度等，均根植于经济理论之中。没

有经济理论就没有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这是经济统计学区别于数理统计学与数据科学等一般方

法论学科的一个最根本特点。 
早在20世纪50年代，孙冶方（1956）就提出计划和统计要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到1980

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生产劳动本质的大讨论，对我国经济统计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推动

作用。钱伯海（1997）提出“社会劳动价值论”，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深刻认识到在构建、创新中国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时，特别是在将第三产业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时，需要有新的经济理论支撑。

众所周知，GDP是测度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经济活动规模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不能用于测

度社会福利。经济学家与经济统计学家对社会福利测度的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Tobin和Nordhaus，
1972），而且兴趣越来越大。社会福利测度涉及到社会选择等经济理论，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阿罗的社会选择“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1951）以及对该理论的拓展（Fleurbaey和Maniquet，
2011；Fleurbaey和Blanchet，2013；Jorgenson和Slesnick，2014；Jones和Klenow，2016）。所有这些

均表明经济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必须建立在经济理论基础之上，以经济理论为指导。 
国内高校部分青年教师与研究生对经济统计学的学科前沿文献阅读与了解较少，以为只要学习

数理统计学就可以做好经济社会统计领域的数据分析，甚至产生国外没有经济统计学的刻板印象。

因此，在现有的经济统计学研究中，缺乏对经济测度与经济理论关系内在逻辑的了解，并且由于知

识结构的缺陷，也难以理解对当代经济统计学文献的批判性论述。如果不了解经济统计学与经济学

的逻辑关系，就无法达成发展新时代经济统计学科的历史使命。 
因此，需要调整我国高校特别是财经院校经济统计学专业的经济学课程结构。除了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课程外，需要强化政治经济学、经济史与经济学说史、行为经济学与社会

心理学等课程的教学。经济统计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是双向的，经济统计学的方法论思考也会反馈于

经济学理论概念和学理的推进、拓展、深化和提升，有助于优化经济学科的厚度、广度、深度和高

度。例如，凯恩斯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宏观经济学，得益于其对宏观经济指标的深刻理

解尤其是他的国民经济核算素养（Suzuki，2003）。在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1958）刻画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是经济学家与经济统计学家凝炼总结的一

个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学经验典型特征事实。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经济体陷入“滞涨”，高通

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并存，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由负变正，而进入90年代以后一段时期，西方发达

经济体呈现出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的特征。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变化，推动了后凯恩斯宏观经

济学理论，包括异质性主体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发展。又如，在凯恩斯时代，非理性情绪（如乐观、

悲观）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Keynes，1936）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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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主体的决策不仅基于理性计算，还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他将这些非理性心理因素称为“动

物精神”。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理性预期革命”（Lucas，1976）假设经济主体的决策基于

理性预期，非理性因素被完全排除在理性预期分析框架之外。然而，近30年来，随着行为经济学与

行为金融学的兴起，非理性心理因素及其对经济决策与经济运行的影响，已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研

究内容之一（Shiller，2000，2019）。而行为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学实证研究之所以能够蔚然成风，其

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心理因素测度的进步，包括实验经济学使用心理学测度方法与技术（如眼动

仪和核磁共振），特别是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大语言模型技术的迅速发展，基于文本数据的“情

感分析”已成为心理测度的一个主要方法与手段。心理因素测度的可获得性，极大推动了行为经济

学、行为金融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发展（洪永淼等，2023a）。 
（二）拓宽研究视野，实现数理事理有序结合 

切实加强经济统计学的数理基础与计算机基础。作为一门数据分析的方法论学科，经济统计学

不仅具有经济学的学科属性，还有统计学的学科属性。经济统计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需要用到数理

工具与计算工具。例如，加总是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的一个经典研究领域（Theil，1954），加总

要么是在一定时期内对很多横截面个体（如消费者、生产者）进行加总，获得一个总的变量，要么

是对高频时间序列变量在时间维度上加总，获得一个低频变量。一般情况下，加总前的个体变量或

高频变量的概率统计性质与加总之后的总变量或低频变量的概率统计性质，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

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Granger（1980）证明，如果每个家庭的消费是一个“短记忆”时间序

列，加总之后的总消费会变为“长记忆”时间序列。又如，Granger（1987）的研究表明，如果每一

个个体时间序列的动态演变由特质因子和共同因子共同决定，那么加总后的时间序列的动态演变将

由共同因子主导，哪怕共同因子对每个个体时间序列的影响都非常微弱。对加总变量的这些性质的

研究需要用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的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等工具。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加总变量的概率统计性质有什么重要作用？这里举一个例子。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经常使用总量经

济指标，如GDP、CPI等刻画宏观经济发展变化趋势。20世纪70年代，Granger和Newbold（1974）通

过计算机模拟研究发现，如果对两个互相独立的随机游走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即其中一个时间

序列对另一个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则其相关系数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不为零，这就是时间序列计量

经济学中所谓的“伪回归”现象。Phillips（1987）的理论研究显示，这并不是相关系数显著不为零，

而是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分布理论与平稳时间序列的分布理论完全不同，因此经典的学生t分布或渐近

正态分布在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中不再适用。随后，研究发现大部分宏观经济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

的单位根过程（Nelson和Plosser，1982），由此，以单位根、协整为核心的非平稳时间序列计量经

济学便应运而生（Hamilton，1994）。因此，应该在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各方面强化

数理训练，为提升经济统计学研究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奠定坚实的数理基础。国外绝大部分高校经

济学博士培养项目都开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作为计量经济学的前置必修课程。 
然而，在强化数理基础与计算基础训练的同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有一个宏观的视野。

首先，需要改变用频率学派方法代替经济统计学，甚至代替数理统计学的狭隘的单一课程结构，切

实补充和加强贝叶斯统计学、模糊数学乃至社会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知识，使数理学科在课程设置中

呈现“正态”分布。其次，将教学与研究的重心放在“数理”与“事理”的结合上，不是简单地用

方法“套用”替代方法“应用”，注重数据之“据”和应用之“应”。再次，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

改变“方法导向”的模式，教学重心不仅仅是方法推导和举例演算，还需要注意方法的适用性，包

括演算机理、适用范围和条件、选择原则及其实证结果的可解释性等，培养学生的方法论思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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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考虑到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演化的革命性影响，大多数人不仅需要将学习和实证研究的重心放

在数据处理和应对模糊不确定性等方法与技术层面，同时还应该采用“问题导向”的思考指向和分

析路径。 
（三）推进数据应用，拓展人工智能研究范式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革命，正在深刻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以及经济学、统计学的研究范式（洪永

淼和汪寿阳，2021a，2021b，2024）。必须密切跟踪大数据、人工智能（包括大模型）技术的发展，

并将这些技术应用于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研究之中，同时大胆借鉴交叉科学的理论方法，包括经

济统计学与经济学其他领域之间的交叉，经济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数理统计学、数据科学、计算

机科学之间的交叉，以及经济统计学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等不同学

科之间的交叉，推动经济统计学的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与工具创新，并拓展经济统计学的应用范围。

过去20年，经济学、金融学和计量经济学在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经济测度方面取得很多

进展。例如，利用线上消费品大数据高频化CPI等宏观经济指标（Cavallo等，2013），利用大数据和

因子模型实时预测GDP等低频宏观经济指标（Giannone等，2008），利用夜间灯光数据估计GDP增
长率（Gibson等，2021；Hu和Yao，2022），利用文本数据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测度幸福感（张兴

祥等，2018）、投资者情绪（Tetlock，2007）以及政策不确定性（Baker等，2016），这些成果应该

及时吸纳到经济测度特别是经济统计学教科书之中。 
（四）注重理实融合，推进学术成果多元转化 

进一步强化经济统计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之间交流合作。长期以来，国内高校经济统计理

论工作者和国家统计局等政府部门的经济统计实际工作者有密切交流合作的传统，这一优良传统应

该在新时代发扬光大。一方面，经济统计实际工作者能够将国家在经济统计方面的重大需求信息及

时传递给经济统计理论工作者；另一方面，经济统计理论工作者能够将其专业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及时介绍给政府部门和经济统计实际工作者，提高将学术研究最新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概率。在

这方面，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测度理论与实践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1976
年，美国宾州大学三位经济学家——Alan Heston，Irving Kravis和Robert Summers创建了一个名为Penn 
World Table（PWT）的数据库，并构建用于比较不同国家GDP的实际汇率体系，称为PPP汇率。联

合国统计委员会（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Commission，UNSC）采纳了宾州大学PPP项目的研究成

果，并交由世界银行主持并实施该项目，称为“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ICP），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复杂的经济统计工程和国际统计合作项目。而PWT数据库本

身先是移到美国加州大学，现移至荷兰格罗宁根大学。PPP项目从一个学术机构的研究成果到被世界

银行和联合国所采用，彰显了经济统计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相互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 
（五）深化国际交流，拓宽经济统计学科影响 

积极、务实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经济统计学一个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在每个历史时期面临的

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国别特色。但是，绝不能因此闭门造车、自说自话。

必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请进来，走出去，使国际同行能够了解、理解中国经济统计学，这样才能

产生国际学术影响力。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经验表明，国际合作，特别是合作研究，是快速提升国内

经济学研究质量与研究水平的有效途径。研究表明，国内学者在经济学领域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

的论文，绝大多数是与海外学者合作完成的（洪永淼等，2023b）。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用国际同

行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经济统计故事，可以有效提升中国经济统计学的国际学术影

响力，进而彰显中国经济统计学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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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的中国特色 

很长时间以来，哪怕在现阶段，中国经济统计学的国际交流还处于学习、输入阶段的单向交流。

诚然，对人类一切有用的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虚心借鉴、学习与吸收，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照

单全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

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

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在积极推进

经济测度与统计学国际交流方面，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足中国视角，夯实经济统计研究学理基础 

纵观经济理论发展史，一切经济理论的提出，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都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

下，为特定阶级、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服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分工和自由贸易，符合当

时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英国推行全球化、殖民化的利益。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德

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分别致力于维护当时美国和德国幼稚工业的发展利

益。马克思的《资本论》则公开申明为广大无产阶级服务。作为经济学的一门方法论学科，经济统

计学同样既有科学性，又有价值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迪顿（Deaton，Chapter4，2023）在他的

新书中专门用“数字的政治”（Politics of Numbers）一章的篇幅，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CPI作为

生活成本指数测度而引起的政治纷争事件为例，介绍美国政治对经济统计指标选取与构建的影响，

也阐述了坚持经济统计指标构建之学理基础与证据基础的重要性
①

 。毫无疑问，国内经济统计学在坚

持学理性的前提下，也要为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服务。比如，在碳排放测算方面，体现中国

立场与中国利益的一个例子是“丁仲礼之问”，即是算一个国家的总碳排放，还是算人均碳排放量

比较合理？另一个例子是“邱东之问”（邱东，2023），即是算消费端的碳排放量，还是算生产端

的碳排放量比较合理？是否应该贯彻“谁做粗活谁排放”的原则？不同的碳排放指标，反映了不同

国家的立场、利益与责任，选择采用哪个指标不仅涉及价值判断，还关系到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

博弈。我国经济统计学者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从学理角度据理力争，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理

论与方法创新。在这方面，刘遵义等（2007）国内学者作出一个代表性的创新研究。长期以来，衡

量两个国家之间贸易顺差均是基于贸易总量计算。例如，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减去美国对中国出口

总额的差值，即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种贸易总值计算方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加工

贸易情形下，不能反映两个国家贸易结构与规律。刘遵义等（2007）基于在加工贸易时代一个产品

通常由很多国家共同生产这一事实，提出了以贸易增加值来计算、衡量任何两个国家的贸易规模与

贸易顺差的思想，并且采用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实现这一计算。根据这一方法，中美两国贸易顺差比

传统总量计算方法要少得多。这一创新性贸易顺差核算方法受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UNCTAD）会

议、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与欢迎。 
（二）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国际组织学术交流合作 

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高校的经济学系，大多设有计量经济学专业，有专门从事计量经济学

理论研究的计量经济学家，但几乎没有专门从事经济统计学研究的师资，也没有相应的经济统计学

专业，这一点与国内高校特别是财经院校专业设置有很大不同。此外，国外高校统计学系或统计学

与数据科学系主要聚焦于数理统计学和数据科学，几乎不涉及经济统计学的研究与教学。国外经济

统计研究大多数集中在一些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OECD）
和国家机构（如中央银行）的研究部门，这些实际部门的经济统计研究人员具有深厚的经济统计学

——————––—– 
①江西财经大学平卫英教授在“首届研讨班”就迪顿经济统计思想作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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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但主要研究经济统计指标的实用性，对经济统计指标的学理性研究可能不是很深入。因此，

应加强与这些机构研究人员的交流，但同时也需要注意与国外高校特别是从事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

理论研究的学者进行交流合作。国外高校每个经济学系从事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理论研究的学者不

像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队伍人数那样多，但并非没有。事实上，国外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不完

全局限于经济统计学，但是他们在从事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研究时，也可能会涉及某些领域的经济

测度与经济统计问题。例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Piketty，2014）主要研究收入与财富不平等问

题，提出一个分布式收入账户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国民收入分布信息，从而弥补了现有国民收入与

生产账户的一些重要缺陷。与国外高校相比，中国经济学科明确设有经济统计学专业，这是发展中

国经济统计学科的一个优势。 
（三）弥合层级差异，聚焦经济统计深层议题讨论 

国内外对经济统计学研究的重心认知可能不同。例如，世界银行ICP报告所列的研究议程只是数

据应用分析，然而在国际比较机理研究上尚需深入探讨
①

 。ICP其实假设指数能用于时间分析，就可

以用于空间（横截面）分析。国际组织经济测度手册主要介绍具体做法和简单的依据，属于经济统

计学的初级内容。经济学界少数学者的相关论文探讨为什么可以（或不可以）这么测度的机理问题，

属于经济统计学的中级内容。至于经济统计学的高级内容，例如“内部一致性”与“外部一致性”

问题，则罕见讨论。由于思考处于不同层级，交流也就变得困难。如果提出深层次的测度方法论问

题，往往缺少讨论对象，难以引起共鸣。 
（四）立足国情创新，强化经济统计学学术话语权 

经济统计学讨论通常与经济测度的国际标准相联系，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专家在讨论经济测度

方法论或制定国际标准等方面具有更多话语权。事实上，经济统计领域很多国际标准均是基于西方

发达国家的经济统计实践总结、凝炼出来的，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从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许宪春曾提出，每个国家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治

国理政需求，以及本国基础资料的现实水平来开展本国的GDP核算，不能照搬照抄国际流行的具体

算法
②
。 

由于上述种种主客观原因，我国经济统计学科的国际交流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③
。应发扬“麦田守

望”的精神，持续提升专业研究水平、学术交流能力和成果展示能力，为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的

发展做出我国学者的贡献。同时应该指出，强调中国经济统计学的特色与构建中国经济统计学自主

知识体系，并非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标新立异，创立一个独立于国际经济统计学的中国经济统计学。

首先，经济统计是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发展变化趋势的定量刻画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具有自己的特色，但也存在共同点，即都是市场经济。因此，反映社会

化大生产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经济统计理论与方法，应该成为经济统计学的共同组成部分，这是经

济统计学作为一门方法论科学的重要特征。其次，国际比较是经济统计学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而

任何有意义的国际比较只能采用相同的统计口径与统计标准。最后，我国经济统计学家关注的重心

可能与国外经济统计学家不同，这一点无可非议。但是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同时，应该注意从我国经

济发展实践特殊性中凝炼可借鉴、可泛化的一般经济统计理论与方法，这将是我国经济统计学者对

国际经济统计学的原创性学术贡献。例如，目前世界各国正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而我国在发展数

字经济的很多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包括将数据视为一种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因此如何基于我国数

字经济实践，创新对数据要素、数据资产、数字经济规模的核算理论与方法，是我国经济统计学的

——————––—– 
①本文作者之一邱东撰写了《国际比较机理挖掘：ICP何以可能》（当代经济统计学批判系列），于202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②许宪春，《GDP的基本统计准则与现实中的难题》，https://news.qq.com/rain/a/20240826A08EXO00。 
③原来我们以为，只要能够提出好问题和深刻见解，就能引发本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如今看来似乎过于天真。 



第 42 卷第 1 期 洪永淼等：经济测度与经济统计学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15· 
 

 

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其理论成果将具有可借鉴、可复制的重要的国际影响。正如许宪春所说：“过去

我们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统计理论和方法，因为我们遇到的情况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经遇到过，

所以这些国家的统计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有机会总结提炼出先进的统计理论和方法，我们只能

学习，国际统计标准的制定也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但现在我国在某些数字经济领域已经走在

世界前列，我们遇到的问题很可能其他国家还没有遇到。我国的统计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就应

该在相应的领域总结提炼出先进的统计理论和方法。在将来有关国际统计标准的制定方面，我们就

有更大的话语权，国际统计标准也会更好地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这给我国的统计理

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能否在这些先进领域总结提炼出先进的统计理

论和方法？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本事，那就只能等着人家总结提炼出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学习”
①

 。这段

话发人深省，值得我国经济统计学者深思。 

六、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统计学科的发展现状进行系统分析，并从多角度探讨其面临的机

遇、挑战及未来发展路径。作为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础，经济测度不仅为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

提供方法论支撑，还在国家治理、经济政策制定与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伴随全球化加速与数字经

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统计学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经济测度在国家战略研判、数字经济创新、

社会福利评估等方面展现出愈发显著的价值。然而，中国经济统计学科仍面临理论创新不足、方法

体系不完善及国际对标能力有限等挑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创新发展经济测度和经济统计学

的具体路径与方法，强调构建自主理论框架、提升数据测度技术水平以及加强国际学术合作等方面

的重要性。面向新时代的实际需求，应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统计

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同时注重国际化视野，以应对全球化竞争中的复杂挑战，推动中国经济统计学

科走向创新卓越的未来。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与精神象征。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毛主席就倡导调查研究，并

亲自开展一系列农村社会调查活动，包括著名的“寻乌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深入了解当时中

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现状，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战略与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统计

基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

路线。毛主席关于农村调查的一系列实践与理论，包括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

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等重要论断
②
，

对当今中国经济统计学理论与应用研究，仍具跨越时空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正确的决策

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
③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要拜人民为师、

向人民学习”，“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强调“要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调查

研究要经常化”等调研工作要求，并明确了“不能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

等作风要求
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统计体制”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法

——————––—– 
①许宪春，《GDP的基本统计准则与现实中的难题》，https://news.qq.com/rain/a/20240826A08EXO00。 
②这些论断出自《毛泽东选集》中的《反对本本主义》和《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51。 
③《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2023，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3/19/content_5747463.htm。 
④相关论述来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季学期、2020年秋季学期和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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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①

 。他强调要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解决统计

造假、弄虚作假问题，不断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②
。近年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

发了《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

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等重要文件，为防治统计造假提供制度保障，

也为统计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为做好新时代国势研判提供了根本遵循。 
继承“井冈山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经济统计学科亟需在人才培养、

理论方法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实现突破，尤其是应当注意经济理论基础的夯实和经济测度科学

内涵的深化；注意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数理事理的有序结合，注意对人工智能研究范式的吸纳与拓展，

继续发扬与实际工作者密切交流的优良传统。学习老一辈经济统计学家的优秀治学传统，立足中国

大地，借鉴国外相关学科有益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与工具创新，推动新时代经

济统计学在中国的发展。为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问题提供方法与技术支撑，为构建中国经济统

计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统计学家光荣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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